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按條件收費諮詢文件的意見書

(2005年12月22日)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按條件收費小組(下稱「法改會」)較早前發出諮詢文件，建議在本港引入按條件收費制度，即律師及大律師有權與客戶簽訂合約，根據「不成功、不收費」的原則，若果敗訴可完全不收費，勝訴則可收取高於平常的收費，目的是協助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資格，但又無力自資聘請律師的市民進行法律訴訟。
諮詢文件強調建議中的「按條件收費」(conditional fee)與美國採用的「按判決金額收費」(contingency fee)是有分別，理由是美國的「按判決金額收費」制度下，律師的收費額是基於法律的損害賠償額，再按比例計算。再者，「按條件收費」制度在不少地區已實行，因此建議在香港引進相類似制度。然而，本會對引進有關制度存有極大保留，長遠而言，「按條件收費」無助改善市民尋求法律途徑進行訴訟的機會。

反對「按條件收費」的理據

本會認為「按條件收費」存在以下問題：
1. 強化律師財務利益考慮

由於律師與當事人之間極可能存有利益衝突，兩者的財務利益未必相同。此觀點絕非謬見。有論者認為，在傳統的訟費安排之下，不講道德的律師亦會以盡量增加費用作為本身的利益，甚至會拖延訴訟或令訴訟見得艱澀難明；因此結論此等做法也可引起利益衝突。本會並無否認現有制度上仍難以杜絕以上情況，惟這現象亦不足以證明按條件收費能改善以上情況。同樣地，在新制度下，不講道德的律師依舊會拖延訴訟或令訴訟見得艱澀難明，以換取其個人的最大利益。因此，新的建議與現有制度均未能有效遏止不講道德的律師。然而，由於訴訟成敗與律師的收入有著更直接的關係，新制度只進一步強化律師的財務利益考慮，強化律師與當事人潛藏的利益衝突。

2. 形成不必要的衛星訴訟

由於訴訟成敗對財務利益帶來極大影響，律師或傾向遊說客戶接受和解，就是理據充份而勝算僅超過一半的案件，也不堅持繼續進行訴訟。為保律師本身的利益，寧願要求和解，甚至不必要地花費大量時間在與對方商討訟費問題。這將令律師有更大誘因游說客戶提早和解或拒絕接受和解，以求賺取最大利潤，形成所謂「衛星訴訟」(satellite ligitation)。有論者認為此舉可依靠專業團體監管加以阻嚇，惟在實際運作上往往難以向每一個個案的游說及運作上作監督，再者，訴訟費用亦未有因此而減少。

3. 法律服務按金錢分類分質

此外，由於律師需要更從成本效益考慮是否訴訟個案，其對處理個案的投入度亦會進一步與客戶的大小與涉及金額的大小而掛勾。有論者認為此舉傳統制度下，不道德的律師也可如此處理案件，因此與是否引進新制度並無直接關係。然而，新制度強化了律師財務利益的考慮，一般的律師亦不得不加以考慮成本效益。這導致回報率愈高的個案，以及資本較高的客戶，或會獲得較優質的法律服務；反之，一些資本較少、涉及訴訟金額較低的客戶，便只能接受較差的法律服務。這些均不是專業團體能全面監督的。這點在英國民事司法制度過去十年奉行按條件收費的經驗中亦可見一斑。

4. 未能增加尋求法律補救機會

更重要的是，按條件收費並非如支持者所言，可以為社會上不少人提供尋求司法公正及法律補救的途徑。事實上，由於要進一步考慮訴訟的風險，律師在決定是否跟進個案時，極有可能傾向處理風險較低或投入成本較低的個案，以保證其投入有一定合理回報。換言之，若非勝算極高的個案(例如：只有百分之五十或六十勝算的個案)(即所謂「擇善效應」(cherry-picking effect)或投入成本較高的個案(例如：需要索取醫療專家報告或其他專業報告)均不獲受理。因此，按條件收費並非必定能協助無資格領取法律援助的市民獲得法律代表處理訴訟，消費者亦不見能增加選擇。
5. 按條件收費的配套條件不足

目前根據普通法上的包攬訴訟和助訟罪的規定，導致引進按條件收費或不成功、不收費等訟費安排均屬不合法，因此在某些情況，有些索償代理人的行動可能是違法。惟現時本港已有不少申索中介人，他們的工作仍然未受規管。市民普遍不清楚申索中介人的背景、訓練或知識，亦不清楚其所受的監管水平，再者，申索人提供申索服務而引起的訟費，亦不見得比傳統按時收費的費用為低。若然當局不顧及上述問題，堅持落實按條件收費，卻又缺乏有效申索中介人的監管機制，最終受害的只會是消費者。此外，若然推行按條件收費制度，他日政府或會取締現有法律援助計劃，這亦為本會一大憂慮。
法律費用高昂的問題根源

司法機構資料顯示，在高等法院的民事審訊及民事上訴案件中，涉及無法律代表訴訟人的案件由2001年的37%急升至2004年的42%。另外，區域法院的民事審訊案件，在2001至2004年期間，數字亦維持在49%左右。無法律代表的訴訟人若因經濟困難而要自行提出訴訟，固然阻礙他們尋求司法公正的權利，然而，有關解決的方式並非一定需要透過引進「按條件收費」制度而解決。
相反，本會認為阻礙市民聘用法律代表的問題根源，源於法律費用過高，律師收費欠缺透明度，加上法律專業服務並非奉行自由市場機制運作，在業內缺乏良性競爭下，導致法律訴訟成本高昂，市民往往需要動輒十數萬不等金錢，以應付昂貴的法律程序開支。

因此，本會認同法改會小組在報告書中建議(建議12)，現時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利用按結果收費，達至財政上自給自足；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受助範圍過於狹窄，政府應逐步擴大計劃，包括透過提高申請人的財務資源上限，及增加計劃所適用的案件類別，進一步令中產市民難以獲得法律援助服務。

總結而言，本會建議如下：

1. 在未有更詳盡的研究之前，當局不宜推行「按條件收費」制度。

2. 擴大現行的普通法律援助服務計劃，放寬申領有關服務計劃的入息審查限額。
3. 擴大現行的法律援助輔助計劃，放寬申領有關服務計劃的入息審查限額。
4. 檢討律師及大律師服務的收費機制，提高法律專業服務收費的透明度。
5. 全面檢討現行監管機制，增強監管本地申索中介人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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